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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协同创新时代的到来，研发人员跨界行为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探索式创新的基本途径。本文运用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知识重构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运用259份有效问卷通过层次回归、bootstrap等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证明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能够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知识重构介导；环境动荡性增强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丰富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竞争优势提供了指导性的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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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R&D Personnel'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Promot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 A Model with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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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of R&D personnel has become a basic way for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focus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to develop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R&D personnel'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and knowledge reconfiguration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n firm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25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bootstrap and other data analysis method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further prov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R&D personnel'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R&D personnel'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s mainly mediated by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enhances the impact of R&D personnel'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R&D personnel'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guidi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firms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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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知识经济崛起的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积极运用新兴技术实现颠覆式的探索式创新，以获得更大的话语权[1]。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科技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要求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等，实现从“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而探索式创新对组织内外部的知识进行挖掘、整合、重构和创新，颠覆原有的知识与技术框架，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向[2]。
知识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核心资源，仅依靠组织内部的有限知识资源无法满足其探索式创新的要求[3]；而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具有知识密集与技术密集的特征，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跨越边界获取资源的必要性[4]；通过研发人员的跨界行为获取创新要素，推动组织外部异质性知识元素的获取、转化、吸收等复杂过程，促进研发人员创新思维的形成，从而实现原理性的技术突破，增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5]。目标清晰、分工明确且资源良好的团队将视野局限于团队内部，是造成绩效欠缺的最大原因[6]。因此，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的重要促进因素[7]，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机制有何差异是仍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梳理以往文献发现，目前研究主要围绕团队层面对跨界行为展开研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看法：一类观点认为跨界行为对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研发人员通过跨界行为获取企业创新所需的外部异质性资源，为个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8]；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知识管理的效用被高估了，且其行为可能导致个体负荷增加和角色模糊，阻碍其创造力、降低工作绩效，甚至出现悖论[9]。本文认为，从资源依赖和知识管理视角出发，研发人员跨界行为拓展了其认知和能力范畴，对知识重构等过程起积极作用[10]；但随着社会化网络重要程度的提升，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成为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契机与挑战[11]，其调节作用可能是造成现有研究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本文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以高新技术企业中研发人员为研究对象，探究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验证知识重构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为相关决策者和团队解决创新要素匮乏、人员管理以及探索式创新等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与管理启示。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的内涵与维度
跨界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组织、网络三个层次出发，组织成员的跨界行为是形成组织与网络的跨界行为的基础[12]；Marrone（2007）[13]从个体层面认为跨界行为是组织成员与外部相关者建立关系并进行交互，实现团队目标的行为；Gibson和Dibble（2013）[14]认为跨界行为是组织或团队为了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维持生存与发展，与外界协调并获得资源产生回报的过程，用于组织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而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其跨界行为是从外部获取信息并传递到内部的进行整合利用的过程[15]。因此，本文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定义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通过跨界行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持续互动，获取外部异质性资源，传递至组织内部进行加工重构的行为。
Marrone（2007）根据组织内外部关系的跨界行为量表开发了用于测量个体跨界行为的单维度量表来研究团队成员跨界行为的意义[13]；刘小娟（2015）将IT员工跨界行为划分为事务型和学习型：事务型跨界行为指个体与其他团体之间例行程度高、所需新知识较少的沟通协同工作；学习型跨界行为是指给与其他团体之间例行程度低、涉及新知识较多的沟通交互工作[16]。研发人员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跨界行为的主要载体，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关系使其占据了团队内外部的关键位置；一方面，研发人员一定程度上作为团队代表进行跨界行为，能够增加分享市场信息的机会，收集并分析信息以聚焦顾客需求、完善服务传递，从而促进市场驱动的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能够促进团队内外部多样化资源的资源，有效识别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新知识与新技术，实现重构异质性知识资源，推动企业的创新性活动。因此，本文依据也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划分为事务型跨界行为与学习型跨界行为：事务型跨界行为即研发人员与外部相关者进行例行程度高、新知识需要程度低的沟通协同工作；学习型跨界行为即研发人员与外部相关者进行例行程度低、新知识需要程度高的沟通交互工作。
2.2  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注重寻求新知识和新机遇[17]，是高新技术企业针对全新的领域或技术进行研究开辟新的竞争市场，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18]。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前瞻性、复杂性的企业性质，若企业无法以更新颖的方式将熟知的技术进行更新，将容易失去技术领先地位[19]，因而高新技术企业更应该关注探索式创新。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内部资源无法满足其生产的全部需要，必须与外部环境互动获取异质性资源[20]。研发人员的跨界行为能够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21]，正向影响项目初期预算和计划安排绩效，协调行为正向影响组织长期创新绩效，侦测行为会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22]。研发人员的跨界行为是团队跨界的基础，团队的创新依赖于团队成员的跨界行为[23]；跨界行为能够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团队的理解与认可度，促进母公司与外部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双向沟通，增加完成目标所需资源，提高工作绩效[24]，发挥资源的杠杆作用，促进组织间知识流的形成[26]。因此，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内外部信息交换，帮助研发团队有效识别技术自主创新机会，从而促进研发团队提升探索式创新绩效[27]。因此，研发人员的事务型跨界行为能完善信息交互、计划响应等环节，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
随着技术的专业化与产权保护使得组织间技术壁垒的出现[27]，限制了具有背景差异的团队间的交流与合作；研发人员通过跨越组织边界获取本组织所需的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内部的吸收转化，成为推进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28]；从组织中间人视角出发，担任守门人角色的研发人员可以利用外部组织的异质性资源，成为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知识源泉[29]。因此，研发人员的学习型跨界行为能在与外部相关者的接触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技术、产品与服务需求等知识，为变革现有产品或服务内容提供充分的信息[30]，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能力。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H1a：研发人员事务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H1b：研发人员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2.3  知识重构的中介作用
知识重构是指企业对异质性知识要素不断吸收和利用，通过重塑新旧知识体系和关系类型，形成创新型的知识生态系统[31]。根据知识重构方式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知识重组再利用和知识重组再创造[32]。知识重组再利用是指企业通过完善已存在的知识或技术组合来解决新问题，并借助知识或技术组合的新应用提升创新能力[33]；知识重组再创造是通过探索新知识或技术组合丰富企业自身知识库，激发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性的技术开发[34]。由于处于同一产业内企业知识基的相似性，高新技术企业无法仅通过自身的知识存量良好的竞争优势[35]，形成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知识库是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对知识重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实现自身知识库的知识重组再创造。
企业的知识库的“突变”不仅需要内部知识资源的积累，更需要吸收和转化外部资源[36]，通过完善的内部沟通和资源协调生成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案；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能够与外部组织建立起紧密而富有弹性的联系，在识别利益相关者需求与知识的基础上，加速双方异质性知识或技术的重构与转化，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想法的涌现[37]。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因其身处知识密集团体，组织自身的知识基已无法满足研发人员的知识需求，这一困境更会促进其通过跨界行为获取更多的知识资源以达到工作目标[38]。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重构与研发人员的行为密切相关[39]。
研发人员通过分析外部环境获取的人力、物质和政策信息等资源，能够促进团队做出更加周密的日程安排；经过知识吸收、整合等过程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在加工再创造，使得原有知识能够以新的形式再现，以应对研发任务中的困难与挑战[40]。高新技术企业固有知识存量与新知识领域之间耦合模式的改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41]；尤其是新旧知识的重新组合创造，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42]。随着搜寻知识源种类的增加，企业将异质性知识与现有知识基相结合，能够从全新的视角创造新技术与新产品，形成全新知识生态[43]。因此，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能够为高新技术企业带来多样化的资源，实现自身知识库的更迭，为提升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能力与绩效提供必要条件[10]。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重构在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a：知识重构在研发人员事务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知识重构在研发人员学习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
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处于环境的包围之中，而高新技术企业在开展探索式创新的过程中，通过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获取外界异质性资源，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一般用环境动荡性进行测度。环境动荡性被划分为技术环境动荡性与市场环境动荡性两个维度：技术环境动荡性是指企业所在行业内由于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稳定性；市场环境动荡性是指企业顾客偏好与结构的不可预测性[44]。
在行业竞争加剧或顾客偏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若想长期生存，需要研发人员能够充分互动获取新的资源，并对获取的信息加以系统处理，以便做出最有效的创新决策。因此，技术的不确定性会加速企业技术的更新迭代，突破竞争壁垒提升探索式创新的成功率，但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知识资源很难预测行业技术变化的态势，需要从外部获取信息，捕捉创新关键点，促进探索式技术创新行为[45]。同时，由于高技术的不确定性，高新技术企业现有的知识库已经不足以支撑技术创新，需要研发人员将外部异质性的资源与现有知识进行整理融合，重构成新知识以完成探索性创新，把握企业的竞争优势[46]；若技术不确定性低，企业较小的竞争压力会降低研发人员对异质性知识的重构吸收，由此阻碍探索式创新行为。
同理，当市场环境动荡性较低时，由于顾客结构与偏好的稳定，企业主要以利用式创新为主；当市场环境动荡性较高时，顾客结构与偏好转变速度加快，产品需求也随之调整，原有的知识与技术会迅速贬值[47]，使高新技术企业重视知识流通带来的益处。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带来的市场知识资源可以促进企业面对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能够获取异质性资源并将其重构转化的企业生存能力更强；而当市场环境动荡性越强时，企业更需要整合与重构内外部各种资源与信息，提高产品的研发率和拓宽销售渠道。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需要与他人深度合作，以快速获取市场的变化趋势，搜寻更多的知识加以重构进行技术探索与变革，以满足顾客快速变化的偏好，提升企业竞争水平来识别机遇进行资源重构和战略变革，促进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实施，更好的满足顾客的需求[4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环境动荡性在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3a：技术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之间的关系；
H3b：技术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学习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之间的关系；
H3c：市场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之间的关系；
H3d：市场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学习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之间的关系；
同时，市场动荡性会直接影响创新，技术动荡性会间接影响创新[49]。在高技术动荡性的环境下，探索性学习和挖掘性学习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0]；环境动荡性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开发式创新存在负相关关系[51]。当面临高度动荡的环境时，研发人员不得不通过跨界行为发现新机遇，重构原有资源与新知识结构，为进行探索式创新积累要素，以实现竞争优势的突破。因此，环境因素会影响跨界搜索，行业竞争程度即动荡性越高，新知识跨界搜索对创新的影响越大[52]。
因此，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的两个维度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通过知识重构进行传导；同时，环境动荡性的两个维度对该传导机制产生调节作用。因此，环境动荡性有利于促进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并对其所获取的信息资源进行知识重构，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环境动荡性在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4a：技术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事务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4b：技术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学习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4c：市场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事务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4d：市场环境动荡性在正向调节研发人员学习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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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具有跨界行为的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研发人员或中高层创新管理人员。正式调查之前，首先选择30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预调研，并根据反馈以及专家意见对问卷题项的表述进行修改；于2021年10月到2022年2月进行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280份，收回有效问卷259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2.5%。其中，年龄为25岁以下受访者占比25.9%，26-35岁占比32.8%，36-45岁占比24.7%；工作年限小于3年的受访者占比40.9%，3-6年的占比20.8%；企业规模小于50人占比43.2%，50-100人占比27.4%，101-200人占比8.9%，201-500人占比19.3%。3.2  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变量测量及问卷的信效度，所有变量均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并结合本研究情境进行适合我当调整，形成最终符合情境的问卷；除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外采用10级Likert量表测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10”表示“非常符合”，随着数字增大符合的程度增加。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探索式创新（Exploratory Innovation），由于企业对专利与产权的保护心理等因素，专利数据并不能全面反应高新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并且本文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层面；因此，本文采用He等（2004）[53]研究测量探索式创新，包括“研发新产品、增加新服务或者开展新的业务”、“开发出行业内新技术、新产品”“产品/服务中包含了某方面全新的知识”、“实现突破换掉了原先主导产品/服务线”4个题项。
（2）自变量。本研究自变量为研发人员跨界行为（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包括事务型跨界行为（Transactional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和学习型跨界行为两个维度（Learning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主要参考Ancona[6]等学者所开发的测量个体跨界行为的量表，删去和本研究主体不符的题项。用4个题项测量事务型跨界行为，包括“我会说服外部人员支持团队决策”等题项；用4个题项测量学习型跨界行为，包括“我认为接触个人以外的团队能够提供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或思想”等题项。
（3）中介变量。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知识重构（Knowledge Reconstruction），主要参考Karim（2006）[54]和叶江峰等（2016）[31]对知识重组与知识重构的理解来测量知识重构，包括“我具有新的创新理念”“我能够多个角度理解市场机会”“我们企业的新产品包含了多元化的新颖技术和功能”“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思想、知识来自于不同的领域”4个题项。
（4）调节变量。本研究调节变量为环境动荡性（Environmental Turbulence），包含技术环境动荡性（Technological Turbulence）和市场环境动荡性（Market Turbulence）两个维度。参考Candi（2013）[55]等用4个题项测量技术环境动荡性，包括“企业所在行业技术迅速发展”等题项；参考Lichtenthaler（2009）[56]等用4个题项测量市场环境动荡性，包括“企业所在市场顾客需求快速变化”等题项。
（5）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年龄、企业规模、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以更好的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来测量。
4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从抽样程序角度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通过SPSS24.0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解释了36.537%的方差变异量，低于40%，表明不能由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通过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模型的拟合效果见表1。六因子基准模型各项拟合指数为：χ2/df = 2.089；RMSEA = 0.061，TLI = 0.938，GFI = 0.882，AGFI = 0.851，CFI = 0.946，均达到标准值，且优于其他竞争模型，表明各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良好，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因子
	χ2 /df
	RMSEA
	GFI
	AGFI
	CFI
	IFI
	TLI

	六因子模型
	TBB、LBB、KR、TT、MT、EI
	2.089
	0.061
	0.882
	0.851
	0.946
	0.947
	0.938

	五因子模型
	TBB+LBB、KR、TT、MT、EI
	2.772
	0.078
	0.827
	0.785
	0.911
	0.912
	0.899

	四因子模型
	TBB+LBB、KR、TT+MT、EI
	4.303
	0.107
	0.714
	0.651
	0.831
	0.832
	0.811

	三因子模型
	TBB+LBB+KR、TT+MT、EI
	5.473
	0.124
	0.663
	0.594
	0.769
	0.770
	0.744

	二因子模型
	TBB+LBB+KR+TT+MT、EI
	6.523
	0.138
	0.607
	0.531
	0.712
	0.714
	0.684

	单因子模型
	TBB+LBB+KR+TT+MT+EI
	8.155
	0.157
	0.550
	0.466
	0.624
	0.626
	0.590


注：TBB、LBB分别表示事务型跨界行为、学习型跨界行为；KR表示知识重构；TT、MT分别表示市场环境动荡性、技术环境动荡性；EI表示探索式创新。

4.2  信效度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运用SPSS24.0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所在区间为[0.715，0.897]，均大于0.85，表明本研究问卷信度良好。同时，跨界行为、知识重构、探索式创新、环境动荡性各个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表明各潜变量所属题目具有较高代表性；且组合信度CR值大于0.8，平均方差变异AVE值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表2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测项
	载荷值
	Cronbach’s α
	CR
	AVE

	事务型跨界行为（TBB）
	我会主动和外部人员建立联系以推进工作进程
	0.804
	0.891
	0.890
	0.670

	
	我会说服外部人员支持团队决策
	0.758
	
	
	

	
	我会阻止外部过多的信息输入和工作要求
	0.845
	
	
	

	
	我会主动告知团队外部成员有关团队的信息
	0.863
	
	
	

	学习型跨界行为（LBB）
	我会主动向外部人员寻求建议和支持
	0.781
	0.866
	0.878
	0.642

	
	我认为接触个人以外的团队能够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或思想
	0.760
	
	
	

	
	我会从其他小组或个人那获得所需的异质性资源
	0.860
	
	
	

	
	我可以通过分析团队内外所处的环境，来获取一些信息
	0.801
	
	
	

	知识重构（KR）
	我具有新的创新理念
	0.715
	0.842
	0.855
	0.596

	
	我能够多个角度理解市场机会
	0.751
	
	
	

	
	我们企业的新产品包含多元化的新颖技术和功能
	0.802
	
	
	

	
	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知识来自于不同的领域
	0.816
	
	
	

	探索式创新（EI）
	研发新的产品、增加新服务或者开展新的业务
	0.832
	0.878
	0.894
	0.678

	
	能开发出行业内的新技术、新产品
	0.823
	
	
	

	
	产品/服务中包含了某方面全新的知识
	0.818
	
	
	

	
	通过实现突破换掉了原先主导产品/服务线
	0.820
	
	
	

	技术环境动荡性（TT）
	企业所在行业技术快速发展
	0.791
	0.897
	0.913
	0.725

	
	企业所在行业技术发展方向不确定
	0.897
	
	
	

	
	行业技术发展产生了大量技术创新创意
	0.867
	
	
	

	
	行业技术发展为行业提供了大量发展机会
	0.848
	
	
	

	市场环境动荡性（MT）
	企业所在市场顾客需求快速变化
	0.823
	0.829
	0.856
	0.598

	
	企业所在市场顾客需求发展方向不确定
	0.763
	
	
	

	
	企业所在市场顾客倾向于接纳新的产品创意
	0.759
	
	
	

	
	企业所在市场新顾客与原有顾客需求存在差异
	0.747
	
	
	



表3报告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知识重构、探索式创新、环境动荡性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其间的相关系数，变量间区别效度显著。进一步进行共线性检验发现，VIF都显著小于10，说明各变量间多重线性问题不严重。同时，事务型跨界行为（r = 0.456，p < 0.01）与学习型跨界行为（r = 0.433，p < 0.01）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知识重构（r = 0.617，p < 0.01）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技术环境动荡性显著正向影响事务型跨界行为（r = 0.423，p < 0.01）、学习型跨界行为（r = 0.492，p < 0.01）和探索式创新（r = 0.648，p < 0.01）；市场环境动荡性显著正向影响事务型跨界行为（r = 0.463，p < 0.01）、学习型跨界行为（r = 0.311，p < 0.01）和探索式创新（r = 0.536，p < 0.01），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3 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与变量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年龄
	2.349
	1.090
	NA
	
	
	
	
	
	
	
	

	2.企业年限
	2.490
	1.664
	0.057
	NA
	
	
	
	
	
	
	

	3.企业规模
	2.077
	1.182
	0.659**
	0.018
	NA
	
	
	
	
	
	

	4.事务型跨界行为
	6.606
	1.467
	0.002
	0.096
	-0.014
	0.819
	
	
	
	
	

	5.学习型跨界行为
	6.389
	1.445
	0.036
	0.096
	0.027
	0.691**
	0.801
	
	
	
	

	6.知识重构
	5.909
	1.515
	-0.051
	0.067
	-0.105
	0.532**
	0.512**
	0.772
	
	
	

	7.探索式创新
	5.969
	1.656
	-0.010
	0.108
	-0.105
	0.456**
	0.433**
	0.617**
	0.823
	
	

	8.技术环境动荡性
	6.147
	1.536
	0.004
	0.118
	-0.021
	0.423**
	0.492**
	0.570**
	0.648**
	0.851
	

	9.市场环境动荡性
	6.204
	1.496
	-0.031
	0.078
	-0.061
	0.463**
	0.311**
	0.619**
	0.536**
	0.499**
	0.773


注：N=259；*表示p ＜ 0.05，**表示p ＜ 0.01，对角线数值表示变量AVE的平方根；NA表示不适用。

4.3  假设检验
4.3.1 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的主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层次回归法对模型的主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将性别、年龄、企业规模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构建模型1，以分析控制变量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再分别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的两个维度——事务型跨界行为、学习型跨界行为纳入模型建立模型2与模型3，以检验自变量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直接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事务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448，p < 0.001），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也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428，p < 0.001）。假设H1、H1a、H1b通过验证。

表4 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
	探索式创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控制变量
	年龄
	0.096
	0.094
	0.085

	
	企业年限
	0.106
	0.063
	0.065

	
	企业规模
	-0.170*
	-0.162**
	-0.174**

	自变量
	事务型跨界行为
	
	0.448***
	

	
	学习型跨界行为
	
	
	0.428***

	R2
	
	0.028
	0.227
	0.268

	ΔR2
	
	0.028
	0.199***
	0.255

	F
	
	2.476
	18.628***
	16.853***


注：N=259；*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4.3.2  知识重构的中介检验
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知识重构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95%置信区间，Model 4），结果见表5。从中可见，事务型跨界行为通过知识重构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间接效应为0.306，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知识重构在事务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a部分成立。同理学习型跨界行为通过知识重构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间接效应为0.308，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知识重构在学习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b部分成立。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事务型跨界行为→知识重构→探索式创新
	间接效应
	0.306
	0.06
	0.202
	0.439

	
	直接效应
	0.199
	0.071
	0.052
	0.331

	
	总效应
	0.505
	0.06
	0.385
	0.623

	学习型跨界行为→知识重构→探索式创新
	间接效应
	0.308
	0.059
	0.199
	0.432

	
	直接效应
	0.182
	0.083
	0.015
	0.336

	
	总效应
	0.529
	0.072
	0.343
	0.628



4.3.3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24.0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首先对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和环境动态性进行中心化处理并计算其交互项，避免其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6、表7所示。由模型5可知，技术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促进知识重构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132，p < 0.01），假设H3a得到验证；由模型7可知，技术环境动荡性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促进知识重构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143，p < 0.01），假设H3b得到验证；由模型9可知，市场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促进知识重构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110，p < 0.05），假设H3c得到验证；由模型11可知，市场环境动荡性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促进知识重构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 = 0.139，p < 0.01），假设H3d得到验证。

表6 技术环境动荡性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知识重构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控制变量
	年龄
	0.017
	0.020
	0.011
	0.016

	
	企业年限
	-0.010
	-0.018
	-0.006
	-0.017

	
	企业规模
	-0.103
	-0.102
	-0.111
	-0.107

	自变量
	事务型跨界行为
	0.322***
	0.319***
	
	

	
	学习型跨界行为
	
	
	0.275***
	0.271***

	调节变量
	技术动荡性
	0.400***
	0.374***
	0.405***
	0.370***

	交互项
	事务型跨界行为×技术环境动荡性
	
	0.132**
	
	

	
	学习型跨界行为×技术环境动荡性
	
	
	
	0.143**

	R2
	
	0.409
	0.425
	0.383
	0.401

	ΔR2
	
	0.393***
	0.016**
	0.366***
	0.019**

	F
	
	35.001***
	31．089***
	31.351***
	28.138***


注：N=259；*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表7 市场环境动荡性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知识重构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控制变量
	年龄
	0.021
	0.034
	0.016
	0.034

	
	企业年限
	0.006
	0.004
	0.009
	0.000

	
	企业规模
	-0.087
	-0.094
	-0.093
	-0.099

	自变量
	事务型跨界行为
	0.271***
	0.258***
	
	

	
	学习型跨界行为
	
	
	0.222***
	0.216***

	调节变量
	市场动荡性
	0.461***
	0.429***
	0.477***
	0.428***

	交互项
	事务型跨界行为×市场环境动荡性
	
	0.110*
	
	

	
	学习型跨界行为×市场环境动荡性
	
	
	
	0.139**

	R2
	
	0.438
	0.448
	0.418
	0.434

	ΔR2
	
	0.421***
	0.010*
	0.402***
	0.016**

	F
	
	39.367***
	34.070***
	36.376***
	32.254***


注：N=259；*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根据调节效应值绘制调节效应图。，总体来看，环境动态性对知识重构的差异有显著影响。如图2和图3所示，根据斜率大小，技术动荡性越高，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知识重构的正向影响越高，即技术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起正向调节作用；如图4和图5所示，市场环境动荡性越高，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知识重构的正向影响越高，即市场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起正向调节作用。




图2 技术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的调节作用

图3 技术环境动荡性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的调节作用

图4 市场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的调节作用

图5 市场环境动荡性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的调节作用


4.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95%置信区间，Model 7），结果见表8。当技术环境动荡性较低时，知识重构在事务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但在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当技术环境动荡性较高时，知识重构在事务型跨界行为与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均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4a得到验证，假设H4b没有得到验证。当市场环境动荡性较低时，知识重构在事务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但在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当市场环境动荡性较高时，知识重构在事务型跨界行为与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均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4c得到验证，假设H4d没有得到验证。

表8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路径
	调节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事务型跨界行为→知识重构→探索式创新
	低技术环境动荡性（M-1SD）
	0.122
	0.057
	0.013
	0.24

	
	中技术环境动荡性（M）
	0.188
	0.052
	0.098
	0.301

	
	高技术环境动荡性（M+1SD）
	0.255
	0.064
	0.14
	0.388

	
	低市场环境动荡性（M-1SD）
	0.096
	0.05
	0.007
	0.203

	
	中市场环境动荡性（M）
	0.154
	0.045
	0.072
	0.247

	
	高市场环境动荡性（M+1SD）
	0.213
	0.057
	0.104
	0.327

	学习型跨界行为→知识重构→探索式创新
	低技术环境动荡性（M-1SD）
	0.093
	0.062
	-0.028
	0.217

	
	中技术环境动荡性（M）
	0.167
	0.053
	0.068
	0.275

	
	高技术环境动荡性（M+1SD）
	0.241
	0.060
	0.130
	0.365

	
	低市场环境动荡性（M-1SD）
	0.062
	0.052
	-0.042
	0.165

	
	中市场环境动荡性（M）
	0.136
	0.048
	0.043
	0.235

	
	高市场环境动荡性（M+1SD）
	0.209
	0.064
	0.087
	0.340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高新技术企业的259份问卷为样本，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针对高新技术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及其形成机制性探讨，并得出以下结论：
（1）研发人员跨界行为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的两个维度事务型跨界行为与学习型跨界行为两个维度分别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
（2）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通过知识重构的中介来实现的。研究结果表明，知识重构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3）环境动荡性对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发挥调节作用。技术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市场环境动荡性对事务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对学习型跨界行为与知识重构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4）在环境动荡性调节的中介模型中，知识重构在事务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但是知识重构在学习型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本文认为模型中部分未验证的原因可能是，当外部环境的动荡性较低时，研发人员从创新的成本与汇报的角度出发，谨慎进行知识重构等行为。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较于以团队层次研究的主流，本文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刻画和研究其符合时代背景的事务型跨界行为与学习型跨界行为两个维度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理论模型，证实了研发人员的跨界行为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实现探索式创新的有效手段，补充了个体跨界行为研究的不足，深化了跨边界理论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应用；第二，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引入知识重构这一重要中介变量，探究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到探索式创新的内在机制，验证了知识重构的中介作用，拓展了以往研究从知识共享、知识整合等研究视角来研究其影响机制；第三，现有研究考虑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较少，本文将环境动荡性纳入研究框架，明晰了环境动荡性的两个维度对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和知识重构的调节促进机制，以及知识重构在环境动荡性调节下对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和探索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厘清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与探索式创新的作用边界。
5.3  管理启示
基于本研究的结论发现，提出以下管理建议：
首先，高新技术企业应为研发人员的跨界行为创设条件促进探索式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要提高对研发人员等核心人员的跨界行为的重视程度，保持组织间员工良好的互动关系，提升跨界合作交流的水平与范围，增强研发人员的信息交流与互换，提高获取外部异质性知识资源的便利性，为探索式创新奠定基础。同时，为了缓解跨界行为对研发人员造成的压力，管理者需要为研发人员提供更多关注与支持，充分肯定其在团队中发挥的作用，提升他们在团队中的身份地位，进行适当授权并提供资源帮助研发人员完成工作。
其次，高新技术企业应当重视知识管理对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加强团队内部与团队之间的交流频率，建立有利于知识重构的通道，培养研发人员的知识重构技能实现知识库的更新迭代；通过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知识库的属性以提升企业自身的知识重构能力，进一步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施。管理者应该当创造研发人员相互学习的条件，例如营造榜样氛围，提升研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使其通过吸收跨边界的异质性知识，与自身知识融合后重构知识，提高探索式创新能力。
再者，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全面认知外部环境的动态复杂性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关注企业自身业务的前提下，注重培养动态能力，及时通过研发人员跨界等行为察觉危机，建立内部风险预警机制以实时更新行业信息，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保障。同时，保持内外部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市场动态的关注，为研发人员的跨界行为提供方向性的指导；通过对外部动荡性的把握，打造能够适应变化的知识生态系统，明确自身的市场地位。当外部环境的动荡性较低时，企业需能考虑研发人员的心理，给予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个体积极进行跨界行为并实施知识重构以挖掘成长机遇，以此确保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达成。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第一，研究样本主要依托于中国国内情境下部分地区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否能在更广泛的行业北京中进行推广，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第二，采用知识重构、环境动态性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未考虑个体情绪、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可将其作为其他视角探究其影响路径，深入分析因果关系。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进行检验，以更好把握动态情境下，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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